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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共产党人李庸夫
刘云耕

三句话伴我终生

1992年 10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
马上赶到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去。 什么事那么
急？时任市劳改局副局长的我，拿了记事本，匆
匆上车前往市司法局。

李庸夫是 1943 年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 他长期在福建的县公安局、省
公安厅工作，后又任公安部副部长秘书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秘书。

劳改局是司法局下属机构，两局机关不在
同一地方。 我是李局长下级的下级，平时与他
接触的机会少，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约我到他办
公室去，我有点紧张和茫然。

李局长身材魁梧，慈眉善目，说话沉稳、淡
定，越是基层的普通干部、群众，越会觉得他和
蔼可亲，可一些处、局级机关干部，看到他都心
存敬畏，因为深知他要求之严。有人说，如果戏
剧演出需要一个堂堂正正的局长演员，那么李
局长可以不作任何化装，径直上台，他一身正
气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风度就足以体现。

那天，李局长见到我，起身抬手示意我坐
下， 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请你来是告诉你，

市委已经研究决定， 由你来接任市劳改局局
长。 ”这是李局长的风格，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我吃了一惊，脱口而出：“没想到。 ”

“对，这局长就是要没想到的人来当。”李局
长突然提高嗓音，似有所指地说，“越是想当的
人，越不能让他当。 ”

我更是不知所措，哑然。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1985 年调到劳改
局，跟李局长素不相识，也没有个人交往，但我
却能感受到李局长对我的爱护、关心。那年劳改
局新建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我当了所长。不
久，我到地处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调研，在最
基层的劳改大队里， 与犯人面对面工作了 9个
月。 司法局一纸调令，将我召回劳改局，任局长
助理、办公室主任，继续兼着研究所所长。

特别让我于心不安的是，1988年， 受美国
司法部邀请， 有一个考察美国监狱的机会，那
是极其难得的。 劳改局考察团名单早已确定，

报到司法局，李局长大笔一挥，拉掉了一位老
同志，换上了我，这情况我是赴美考察回来后
才知道的。 当时，李局长说：“还是让年轻同志
去吧。 ”我对那位老同志一直心存歉疚。我们在
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等地考察了 12

所监狱， 对美国监狱的现状有了直观了解，回
国后，我写了《我所见到的美国监狱》一组文
章。而后，又结合白茅岭劳改农场的实践，写了
《试论对囚犯的智力开发》一文，指出长期以
来我们曲解了马克思关于 “改过自新的唯一
手段即生产劳动”的论述，提出“生产劳动不
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的观点。 李局长指示
司法局出简报转发我的文章，还加上黑体“按
语”予以推荐，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
的中国日报都刊登了。 隔一年，我被任命为上
海市监狱监狱长。 这一切，我心里非常明白，

没有李局长的厚爱、支持，在当年论资排辈突
出的政法机关，是不可能的。 那时有一批像我
一样受到李局长青睐的年轻干部得以重用，对
此大家都有同感。

李局长是一位极具个性魅力的领导，平时
话不多，但说出的话字字句句很有分量，至今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约谈时他说的 3句话。

“要带好队伍打好仗。 ”李局长是八路军老
战士，行伍出身，“带好队伍打好仗”是他对我
言简意赅的工作交代。 这话他在其他场合也多
次讲过， 他还回忆了战争年代的带队伍和打
仗，日寇大扫荡后，15岁的他，在牺牲的战友尸
体堆中， 寻找代表我们政权的县政府大印，最
后在县长秘书的遗体旁、被鲜血染红的雪土里
挖出了大印，交回到县长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人家的
裤腰带上。 ”李局长的第二句话意味深长，在“官
场”里，把自己脑袋系在上司裤腰带上的人是有
的。他是告诫我，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

共产党人不能搞人身依附，不能投机钻营。

“通不通，三分钟。 ”这是李局长的第三句
话。此话他跟我做了解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

常有战友牺牲，岗位必须有人顶上，提拔上来，

降级下去，都有可能，都是革命工作需要。那时
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思想工作，上级一个命令
下来，给你三分钟时间，无论你想通了还是没想

通，立马赴任到位。 “通不通，三分钟”是对革命
事业忠诚度的考验，也是共产党人的组织观念。

我在李局长领导下工作了 8年多，他的这 3

句话使我终生受益。 在以后的工作生涯中，我都
以此为铭，反复咀嚼，细细品味，提醒鞭策自己。

确守初心 至望始终

“文革”初期，李庸夫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当秘
书处长。 1966年 12月 30日，发生“康平路流血
事件”，91人受伤，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状态，全国
大规模武斗由此而始。李庸夫为保卫市委办公地
的安全，继续工作，寻找秘密房源，转移机关文件
和档案，造反派称秘书处是“黑市委机关保皇派
的最后一个堡垒”。 不久，造反派批斗李庸夫，给
他套上一顶三尺高帽，拉出去和办公厅领导一起
游街。 从宝庆路出发，途经东湖路、华山路，到康
平路时，他趁人不注意，把头上的高帽摘下一看，

见前面写着“反革命”，就说“这不对呀”，再把帽
子转过来一看，见后面写着“修正主义”，说“这还
沾点边”，于是把高帽转个身，戴上继续走路……

游街回来，他摘掉头上的高帽，立刻又投
入了工作。

随着运动深入，李庸夫被隔离批斗，失去
自由，关进了“牛棚”。他百思不解，在床头墙上
写下了武超等一长串名字， 别人不知何意，其
实这些都是李庸夫已牺牲的亲密战友，武超又
是老乡，比李庸夫大 2岁。李庸夫在迷茫、艰难
时刻，默念着牺牲战友的名字，激励自己。

1969年下半年，在“四个面向”（面向边疆，

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口号下，被
“解放”出来不久的李庸夫作为赴黑龙江慰问团
成员，交掉上海的住房，带着妻子和儿女，北迁
到黑龙江。在与苏联一江之隔的呼玛县老卡村，

李庸夫与在那里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一起
劳动，一起生活，名为“干部带领，集体插队”。

为寻踪李庸夫的这段足迹，我找到了当年
的知青徐惠民（他已从上海吴淞中学校长岗位
上退休）。 那年才 16岁的徐惠民与上海控江中
学百余名 69届初中毕业生一起， 到黑龙江呼
玛县老卡村插队落户。

徐惠民说：“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口中喊
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际上有的连个人
生活也难料理。 匮乏的物质资源，枯燥的业余
生活，日复一日的田间农作，每天 2 角 1 分收
入， 辛苦半年， 扣去伙食， 我还欠生产队 42

元。 ”知青们渐渐陷入了迷茫，困惑中思念着远
在上海的亲人，情绪低落。

李庸夫等一批上海干部到来后，被上海知
青视作家乡亲人。 他们昵称李庸夫为 “老李
头”，觉得他像慈父一般。 那年 42 岁的“老李
头”，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他带领知青战天
斗地，种上上海知青爱吃的绿叶蔬菜，养起奶
牛供应知青食堂鲜奶， 改造了一条柴油机船，

到黑龙江捕鱼，知青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

徐惠民动情地跟我说：“‘老李头’ 身上故
事很多，电灯泡的故事令我没齿难忘。 ”

老卡是个贫困村， 虽然通了电， 却没有灯
座、灯泡，来自大上海的年轻人难以适应十七八
小时的漫漫黑夜。他们精力充沛，正是学习的好
年华，“老李头”鼓励他们晚上学习文化，但知青
们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做题、记日记、写家信。

“老李头”看了十分心疼。一天，他突然拉住徐惠
民：“小徐，走！跟我去公社跑一趟，拿灯泡去。 ”

赶着马车行了 8里路， 到了公社大院，办
公室的干部都忙着到食堂吃饭去了，守院的老
头正逗着他那条大黑狗玩。

“老李头” 带着小徐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

哇， 一个小小办公室， 天花板上居然挂着两盏
200支光的大灯泡。 “老李头” 迅速拉过一只凳
子，登上去用手缠住带电线的灯泡，对着墙上的
毛主席像， 口中念念有词：“叫你们不关心知青，

叫你们一个办公室用那么多灯……毛主席作证，

我可是把灯泡给了知青啦。 ” 说着用力一拽，灯
泡、灯座、电线一起掉了下来。 小徐赶快接住，装
进随身带来的麻袋里。 随后，“老李头”带着小徐
“扫荡”了一遍所有办公室，凡是一室有两灯的，

都没收一个，连带灯座。只用了十几分钟时间，收
缴到 15个灯泡、灯座，赶着马车，胜利返回老卡。

当晚，老卡的知青宿舍里如同过年。 知青
自己动手，不一会，十几间宿舍同时亮起了灯，

大家围着“老李头”，又唱又跳，仿佛回到了上海
的不夜城，庆祝从此告别油灯年代。公社领导知
道这件事后，因为“老李头”是上海来的“大官”，

又是为知青办实事，嘿嘿地笑着说：挺好，挺好。

“另一个狍子的故事，也是知青们难以忘怀
的”，徐惠民说。

到老卡的第一年春节前夕， 知青武装民兵连
的小王执勤回来，背着步骑枪（步骑枪是苏联的
枪型，略短于步枪）骑在马背上，一只手拽着缰
绳，另一只手挥舞着，嘴里喊“乌拉！ 乌拉！ ”马背
上驮着一只狍子。 知青们立即剥皮开膛，70多斤
的大狍子，三下五除二，收拾停当。想到“老李头”

平时对知青的好，大家一致决定把一条狍子腿送
给他尝尝鲜，其余的一锅炖，每个人美美地吃了
一大碗。

这天下午，“老李头”带来口信，让抓到狍子
的小王到他那里去一次。小王一听，顿时蔫了，原
来小王是把老乡套住的狍子偷拿了回来。这下大
家都闷了，狍子肉都吃了，没退路了。 有人出主
意，就说被老乡套住的狍子又犟脱逃走了，这是
常有的事。 干脆编个故事，说狍子是我们用枪打
死的。于是知青们将错就错，把狍子皮叠起来，在
心脏部位补打了一枪，子弹穿进又穿出，狍子皮
胸、背部两个孔，效果不错。

知青们三五成群跟着小王去糊弄“老李头”。

李庸夫取过狍子皮，察看了一下枪眼，笑嘻嘻地
说：“你们真能啊！”大家悬着的心放下了。谁知只
过了几秒钟，“老李头”突然瞪大眼睛喝道：“谁干
的坏事？ ”知青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吱
声。 “老李头”重新拿起狍皮，指着弹孔说：“子弹
穿膛，弹孔应该进去小，出来大，这一模一样大的
两个弹孔，分明是你们叠整齐后补打的枪。 ”他见
大家不吭声，又接着说：“这弹孔打中的是心脏部
位，狍子应该流血很多。可你们给我的狍腿，血管
里都淤着血，这狍子分明不是被枪打死的，而是
套住憋死的。好小子们，你们犯了纪律还赖账。这
狍腿和狍皮拿去还给老乡， 老老实实讲清楚，以
后再犯，我拧断你们的脖子。 ”这批年轻人面面相
觑，在骗“老李头”的时候，忘了他是老公安出身。

知青们相互埋怨着回到宿舍，刚进门，看到
老乡已经在屋里了。 东北老乡很憨厚，说：“吃了
就吃了，没关系，狍子皮你们还给我，‘老李头’给
我的钱不能要。 ”知青们都愣住了，原来“老李头”

已经替他们向老乡赔了礼，补了钱。

“我们社会有责任”

1983年下半年，劳改局整建制从公安局划归
到司法局。 自此，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里总是空
无人影，不到半年，他已风尘仆仆，跑遍了所有监
狱、劳改劳教农场和劳改支队。

有一次，李庸夫到白茅岭劳改农场，有人说，

“山东残老队”是被人遗忘的角落，从未有领导去
过。 李庸夫一听，立即说：“这就去！ ”

李庸夫是急性子，“这就去！ ”三个字经常从
他口中迸出。

去“山东残老队”，要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
名叫老虎口的山谷，这里道路崎岖，汽车开不进，

下雨天泥泞不堪，步行也很困难，因地处山的东
面，“山东残老队”由此得名。

农场领导极力劝阻李庸夫，但李庸夫听说那
里有近百名老年人、残疾人，因无亲可投、无家可
归，长年留在农场工作直到退休，便执意要去。

农场领导不让李庸夫去是有道理的。 那里的
老人情况复杂，有解放初期从上海被收容遣送来
的游民，有吃过“官司”的留场人员，他们没有亲
人，对历史问题心存芥蒂，对社会现实满腔失落。

所以农场特意把他们安置在这山谷里，与外界相
对隔绝，避免“不良影响”。

翻过老虎口，走到“残老队”，患有心脏病的
李庸夫，已是气喘吁吁。大伙刚想歇歇脚，几个老
人围了过来，投来惊奇眼光，仿佛见到“天外来
客”。 很快，他们明白了来者是位局长，不知谁一
声唤，“呼”的一下，连拄着拐杖的、靠人扶着的都
拥了上来。农场领导有点紧张，放大声也吼不住。

李庸夫不慌不忙，拉来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抹
抹额上的汗说：“不要闹，不要闹，我坐下来，今天
是专门来听你们意见的。 ”

老人们平静了下来，七嘴八舌，吃喝拉撒睡，意
见一大堆……李庸夫仔细听完，又踱步察看了老人
们的生活场所，心情沉重地说：“大家意见那么多，

是多少年没有人来的缘故，如果我们经常来……”

又转过头， 严肃地跟农场领导说：“过去的历史都
已过去， 他们现在都是公民， 是农场的退休职工
嘛，老人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生活问题，是不需再带
回去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的。 今天我把‘财神爷’

（局财务处长）也带来了，抓紧解决吧。 ”

历史已对是非作出了定论，法律也已对罪错
进行了惩罚， 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

生活上善待那些老年人，足见李庸夫这位老共产
党人的宽广胸怀。

老人们反映的燃眉之急问题， 不久就解决
了。几年以后，“残老队”撤掉了，白茅岭农场中心
地区的一所学校改建成了农场养老院，养老设施
齐全，我去看过，老人们在那里颐养天年。

李庸夫喜欢下监房，与犯人聊家常、谈心交流。

20世纪 80年代，监狱里 90%左右都是年轻犯人，李
庸夫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文革”害了他们，荒废了他
们的学业，颠倒了社会道德，我们社会有责任……

李庸夫感情十分丰富，且不加掩饰，一次在
上海市监狱的大礼堂里，“走向新岸”报告团的规
劝演讲刚结束，他突然动了情，一把拉过桌上的
话筒，面对台下 2000多名犯人（还有拉线广播），

作了即兴发言，我查到了录音记录稿：

“我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看到一个青年犯人的
两本日记，看到深夜才看完。 当夜我跟他写了一
封信，鼓励他。过了 2天，我又赶到监房里和他作
了长时间谈话。 这个青年人确实很有志气，他为
了刻苦学习，冬天把床上睡觉的垫褥丢掉，睡在
凉席上，我看有点卧薪尝胆的精神。 他为自己开
了大大小小 17门课，学习两国文字，英语、日语。

他没有收音机，又没有课本，自己在那里拼、背，

成绩不错。 我看到他的精神，就请大队干部批准
他听收音机，把他的床位移到电灯下面，减少他
的劳动量。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学日语不是为了
别的，日本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今后搞‘四
化’也要和日本打交道，要研究这个民族，就必须
掌握语言这工具。 我看他有雄心大志，他一天起
码学习 12小时，很多时候是通宵达旦。我回市区
后，特地到他家家访，我对他父母说，我们支持你
孩子好好改造，国家需要人才，搞‘四化’建设需
要有文化的人才。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看也不一
定成千古恨嘛，只要吸取教训，是会有转机的！ ”

台下犯人掌声雷动，“走向新岸”报告会成了
激发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春雷。

李庸夫关心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例子很多。

一个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犯了罪，李庸夫调阅他的
全部档案，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优等生，深为他
的失足痛心， 派了司法局团委书记与他谈心教
育，自己跟交通大学领导联系，得到学校支持，保
留这个青年犯人的研究生学业，又指示监狱允许
他带进研究生的课程资料， 特别给他请假出狱，

到交通大学指导老师那里接受面授学习。另有一
个在苏北上海农场劳动教养的青年，经常拿着洗
衣搓板，把它当作钢琴键，练习指法。李庸夫知道
后，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特殊性，破例允许家
长把钢琴从上海运送进苏北的劳教农场，这个劳
教青年不负众望，一边劳动一边刻苦练习，3年劳
教期满后，考取了美国的一所音乐院校。

求贤若渴 造群英 赢未来

上海市司法局是 1980 年恢复重建的，“文
革”十年，法制殆尽，教育荒芜，法律人才奇缺，有
正规大学文凭的人很少。 1983年，李庸夫上任司
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从
骨子里喜欢读书人，尊重有学问的人。

容国鎏，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因
学业优良、英语流利，在京沪铁路局实习时被局
长看中，选为秘书。 容国鎏胞兄是国民党空军上
尉，李宗仁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新中国成立后，容
国鎏如实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从此
厄运不断，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后又被管制、劳
教，40多年磨难，一家 5口，妻儿 3人精神失常。

“文革”后被平反，在劳改工厂担任工程师，屡有
创造发明，入了党，穿上了司法警察的制服。李庸
夫获知容国鎏情况时， 容国鎏已是肿瘤晚期，卧
床长海医院。 李庸夫性急，当晚找来上海法制报
记者陆萍，她采访过容国鎏，问毕详情，带着陆萍
驱车直奔长海医院。 夜深人静，疲惫的值班医生
瞥了一眼李庸夫，径自忙碌。 李庸夫像个病人家
属般，躬着身跟在医生屁股后，苦苦恳求着，终于
触动了医生， 带着李庸夫摸进早已黑了灯的病
房。 陆萍说，在她心目中一直十分高大威严的李
局长，为了容国鎏求医生时，显得如此卑怯。容国
鎏一见李局长，以为是梦中，热泪涟涟。李庸夫向
医生递上名片，医生不接，说这病人没法治了。李
庸夫硬是把医生拉着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
张《上海法制报》，递给医生，上面有陆萍写容国
鎏事迹的长篇报道，李庸夫在报眉上用苍劲浓墨
写着：“医生，请无论如何救救他！ ”医生感动了，

收下了报纸。

徐立， 一位专事德语翻译的女知识分子，受
了 23年冤屈后得以平反，她写信给李庸夫，恳求
把她的户口从地处安徽的劳改农场迁回上海。李
庸夫获知后马上批示司法局有关部门跟踪落实，

又赶去徐立家里拜访。 到了徐家楼下， 要登上 5

楼，患心脏病的他自觉体力不支，遂让驾驶员小
毕登楼告知，徐立闻讯激动地奔下楼来。 在李庸
夫的小车里， 徐立倾诉了自己横遭厄运的历史，

李庸夫默默地听着……几天后，徐立的户口终于
迁回上海。

司法系统一些得以平反、落实政策的知识分
子发自内心感激李庸夫， 有人对他千恩万谢，几
近下跪，李庸夫却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你不要谢
我，这是你早就应该得到的待遇。 你受了那么长
时间的苦，我们执政党还欠了你。 ”

这话振聋发聩， 在某些人听来觉得很刺耳，

甚至大逆不道，共产党怎么还欠了你？ 但这话出
自李庸夫之口，一位 1943年参加八路军，为夺取
政权浴血奋战的老共产党人，这是何等博大的胸
怀。他站位高，把自己视作执政党的一员，努力修
补我们曾经的失误，向因此而受到冤屈的人表示
歉疚，挽回人心，为党夯实更加坚固的执政基础，

建树更加高大的执政形象。

“拨乱反正”，今日青年听起来甚为陌生，似
乎只是个政治术语。 其实在当年，却是一场真刀
实枪的战斗。 没有“拨乱反正”，就没有随后的改
革开放大好局面。李庸夫为发掘在“左”的路线下
被埋没的人才，在司法局成立了专门班子，两年
间，为 210名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 1000多名知
识分子调整工作岗位， 并从中选拔出 56名担任
处级领导职务，有的成了局级领导。

李庸夫痛切历史教训， 深知要赢得未来，必
须觅人才，造群英。他在晚年励志兴办教育，培养
大批法律人才。从上海青浦的青东劳教农场划地
500亩，1983年兴办上海司法警官学校，1984 年
创办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1985年又办了上
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李庸夫十分感叹地说：“这
三所学校都是当年动工，当年招生开学。 当时清
规戒律多，我哪里也不去请示，如果去请示，3年
也没人会答复。现在学校办起来了，3年也没人来
追问……”

35年过去了，如今坐落在佘山国家旅游度假
区的上海政法学院，就是由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和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李庸夫
既是创始人，又是合并后的首任院长。 上海政法
学院已扩建占地千亩，绿树成荫，花草遍地，学子
在读 11000余人，设有 16个两级院部，本科专业
30多个， 还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专业学位硕士
点。 2020年软科中国政法类大学排名第四。

已故原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曹昌祯教授曾
撰文记录了这段历史：“此三校建设，均未费用政
府之基本建设和教育经费，全由公（尊称李庸夫，

下同） 运用其上海市司法局局长之职权与影响，

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筹措募集而成。其兴办学校
而敢于冲决陈规，敢于运用职权之魄力，知情者
无不骇叹。 ”“公行伍出身，历任政府要员，而晚年
竟孜孜以兴教育，以培人才，至不惜让其家居，捐
其薪金。 能若公者，有几人哉！ 今公离世，已届三
年，余亦已卸职，且垂垂老矣。 思公之事迹，理应
勒石，以传后人。静夜默念，此事也，余不为之，孰
其为之？ 今不为之，曷其及之？ 故撰此文，略叙公
办学之情事。 ”所谓“让其家居”，是指李庸夫腾出
家里房间， 让学校住房困难的教授家人居住，传
为佳话。

离休后的李庸夫，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政
法学院依然情不能舍，带着夫人郭阿姨（离休干
部）住进招待所，以校为家，辅佐学院领导，呵护、

陪伴学院成长。1997年 6月 23日，李庸夫老院长
在学院里心脏病突发，急送医院，时任市公安局
局长的我获悉匆匆赶到急救室……但李庸夫老
院长终于不治，享年 70岁。

悲痛之余，我提议学院塑一铜像，纪念学院
创始人李庸夫老院长，留住历史。 经有关部门同
意，由女雕塑家吴慧明先生制作，李庸夫铸铜胸像
高 0.8米，底座高 1.3米，庄重地安放在“庸夫楼”

（原学院的信息大楼）前厅，塑像庄严慈祥。我应学
院之嘱题词：兴学之初，原野擘画，筚路蓝缕；筹措
资金，殚精竭虑；招募师资，求贤若渴；于法制建设
百废待兴之际，为各界培育法律干才万人；锐意进
取，屡树业绩，不断开拓司法行政新局面。 公一生
襟怀坦白，刚正无私，为国司法，呕心沥血，为党办
学，远见卓识。 今公虽乘鹤西去，老共产党人风范
犹存，谨此永志。

2020年 6月

家家都在花丛中 （纸本设色） 石鲁

文坛

荒煤：情不自禁地要为他们呐喊几声 刘锡诚

1982年 5月，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文艺报》

主编的冯牧和阎纲、笔者三人，为改善文学批
评和批评家不受重视的文坛格局，在湖南人民
出版社副社长袁琦的支持下， 决定主编一套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把我们认定的在推
动新时期文学发展前进中达到较高水平、有一
定影响的评论作者，提升到“批评家”的行列中
来。 我和阎纲拟定、经冯牧同意的丛书名单，分
老中青三批， 先出老中两批。 第一批约稿对象
有：周扬、林默涵、张光年、罗荪、冯牧、王元化、

荒煤、胡采、萧殷、洁泯、黄秋耘、朱寨。他们从事
文学批评的时间有早有晚， 但大体属于现在有
人说的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代批评家”。 第
二批约稿对象有：李希凡、王春元、顾骧、陈辽、

陈丹晨、王愚、潘旭澜、缪俊杰、张炯、谢冕，出版
社又加上了湖南的李元洛， 大体上属于现在有
人说的“第三代批评家”。 由于周扬、林默涵、张
光年三位约稿未成，便把李希凡递补到老批评
家中。

我们在丛书《总序》里写道：“一个时期或一

个时代的文学，不但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
为标志，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
志。 出现一个伟大的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
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这段话成为
我们编这套丛书和构建文坛格局的一份宣言。

我分工向荒煤约稿。以电影艺术家、作家、评
论家知名于 20世纪中国文坛的荒煤， 此前并没
有出版过一部批评文集。他曾被安排在重庆图书
馆抄卡片。恢复工作后的老友夏衍知道荒煤喜欢
吃花生米，就偷偷寄去一包花生米试探有没有这
个人，从而知道了荒煤的下落。 在夏衍的暗中帮
助下，荒煤回到北京，出任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他把编选集的事委托给了他的助手、文学研究所
科研处的处长严平同志。 在选编的过程中，严平
多次与我通电话，交流磋商。帮荒煤编完之后，严
平于 1982 年 8 月 17 日把书稿及荒煤的一封信
给我寄来。

在书稿的序言里， 荒煤既讲了他不是一个专
业的文学评论家：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不是从

事文学工作， 只是在实际工作中涉及电影文学创作
方面，写了一点文章。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文艺评论
工作者，写的文章大都是急就章，无非是根据实际工
作中的感受，发表一点感想和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
供作家们参考， 有时也对少数作品表示热情的支持
或真诚的批评———自然， 也不可能都十分准确。 因
此， 这些文章很难说有什么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理论
水平。以什么标准来“精选”呢？ 这确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难题。

我倒是历来主张文艺评论要多谈些创作问
题，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即使是专业研究文
艺理论和基础理论的同志也应该理论联系实际，

多对创作发表评论。 近几年来，怀着一个老兵即
将离别岗位，渴望迎接新战士的心情，看到经过
十年动乱，新生力量却不断涌流，朝气勃勃，勇往
直前，更是情不自禁地要为他们呐喊几声，于是
稍微多写了几篇随笔杂感式的评论文章。就我现
在的工作和精力的情况，我过去不曾、今后也不
可能长篇大论地、更深刻地去阐述太多的理论问
题，恐怕就只能这么摇旗呐喊一阵罢了……

作为晚辈和编者，我读了不免感慨万端。 小
说家荒煤，一度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而把主要精
力用在电影事业的领导工作上。 重回文学之后的
荒煤，成为一个多重色彩的人物。 恢复工作之初，

他就远赴昆明主持召开新时期当代文学第一个全
国规划会议；他主持《文学评论》摆脱坐而论道的
风格，勇于站到文学发展的前沿，大胆开辟了人道
主义和人性论问题的讨论； 在伤痕文学发展初期
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责难时， 他态度鲜明地表示支
持……与其说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 毋宁说是一
个按照文学特点和规律办事的文学组织家、 文学
领导人。这一本薄薄的《荒煤文学评论选》，尽管“精
选”了一批闪耀着时代之光的评论文章，但如果
站在历史的高度苛求于作者，也许可以说他为新
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却未
能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作出我们期望的贡献。 毕
竟，时代塑造了这样的一个荒煤。 他是一个始终
怀有忧患意识、始终站在文学发展前沿，以自己
的思想和智慧引导新时期文学前进的老作家
和开路者。


